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路径识别及空间治理

朱泽原，庞庆华，张丽娜，周未沫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 为促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入探究其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效率提升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首先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黄河流域9省区生态效率，着重考察水污染与水土流失治理效果；其次应用扩展的耦合模型研究9省区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并根据相关耦合特征对9省区进行多重分类，设计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升级的耦合路径；最后从耦合协调空间重心视角出发研究其迁移路径。研究发现：黄河流域9省区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水平总体不高，空间上呈现从西南向东北递增的态势，地区间差异较为显著；地区间耦合协调水平呈阶梯化，在时序上表现为“U”型特征，在2010年左右出现拐点，与国家“十二五”规划实施相契合；2011年之后耦合协调重心持续向南转移，表明黄河流域南部地区在“十二五”及“十三五”期间有较好的协调发展表现。最后提出兼顾合理化和高级化同步平稳推进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生态治理坚持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以及做好全局统筹规划、重点突出，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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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Path Identification and Spatial Governance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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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further explore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improvement. First, the super-efficiency SBM-DEA model containing undesired output is used to measure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9 provinces of Yellow River Basin, which focuses on the effects of water pollution and soil erosion control. Second, the extended coupling model is used to study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9 provinces of Yellow River Basin, and design the coupling path for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coupling features multiple classifications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basin. Then the paper studies the migration pa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ace gravity center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Through the research, it is found that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logical efficiency of the provinces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re generally not high, and they are increasing spatially from the southwest to the northeast with conspicuous provincial differences. The provincial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is in ladder shaped transformation, showing a "U"-shaped characteristic from time series perspective with a turning point around 2010,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12th Five-Year Plan". After 2011, the focu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continued to shift to the south, indicating that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had a bette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during the "12th Five-Year Plan" and "13th Five-Year Plan". Finally,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Yellow River Basin synchronously and smoothly by taking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ing into account simultaneously. Ecological governanc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giving priority to saving, protection and natural recovery. It is supposed to combine overall planning, highlighting key points together to promote coordinat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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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作为引言（或绪论）的内容应言简意赅，但此处作者是对研究基础、相关理论分析以及研究方案作较为充分的论述，应独立成章】
“黄河宁，天下平。”从历史角度来看，黄河流域始终是收益与危机并存。新中国成立以来，通过水利建设与河流治理，黄河流域传统水患大大减少，但其自然生态环境脆弱与产业低端化的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当前亟需改善的方面。保护黄河，改善黄河流域生态环境不仅是客观要求，同时上升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2019年9月18日，习近平[1]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强调，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因此，协调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对深化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新发展模式和格局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2]。
[bookmark: _GoBack]生态效率与产业结构密切相关，经济增长的资源集约和环境友好程度取决于构成经济总体中各个产业的集约程度和产业结构特征[3]。外文文献中对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的研究主要从两个角度切入：第一是基于要素投入视角，从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如He等[4]学者在实证研究经济结构与环境质量时用资本与劳动力之比表示经济结构；Halkos等学者[5]通过混合窗口DEA的方法投入资本、劳动力等多要素测算美国电力部门的环境效率。【并无对所标注文献有任何实质性引用，这里仅仅是有选择性地提示笔者所阅读参考的主要文献，而句子所表述的其实是笔者调研分析相关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自己的观点。属于笔者自己的观点并不存在引用，而为笔者观点提供支撑的引文，需要延伸阐述的，引用应有实质性引用，且引用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此句表述意思不明，同时文献5不但同文献4无实质性引用，为不规范标注，而且此文献的研究者并不是国外学者】；第二是基于产出比例视角，如Zhu等[6]学者以第二与第三产业产值的比例来反映产业结构的升级，进而综合考察产业结构变迁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经济增长和生态效率提升的重要影响因素[7] 【根据前文内容和文献引用修改情况调整文献序号。下同】，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够有效促进生态效率的提升，例如，邓波等[8]认为第三产业占地区经济总量比例及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能够促进生态效率的增长；付丽娜等[9]以长株潭“3+5”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生态效率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韩永辉等[3]通过建立广义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产业结构高级化能同时提高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生态效率，即存在本地和外部双重正面效应；马俊等[10]的研究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生态效率更多体现在正向溢出效应，且伴随经济水平提升，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促进效应愈发显著；何宜庆等[11]研究发现生态效率存在空间集聚效应，产业结构优化对生态效率提升作用明显。
生态效率强调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率的协调统一[12]，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两个方面。汪艳涛等[13]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我国30个省份的生态效率，得出东、中、西部地区依次递减且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效率存在正向交互空间溢出效应。赵康杰等[14]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对黄河流域生态效率进行分析，发现提高人均GDP对于生态效率改善最为明显。吴振华等[15]运用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与Bootstrap-DEA方法，对江、浙、沪城市建设用地的生态效率、空间格局演变及其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并采用两阶段随机前沿回归方法（SFA）发现城市建设维护资金增加不利于城市建设用地生态效率的提升。在生态政策效应方面，钟茂初等[16]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作用。
综上所述，领域内已有文献针对生态效率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已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多采用单向研究，即考虑产业结构升级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或是生态效率对产业结构的倒逼作用，如而忽略了生态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交互效应。事实上，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协调，构成彼此耦合的系统。二是多数研究并非针对优化路径等问题解决导向的研究。因此，本研究主要针对以上两方面局限性尝试突破，即在对生态效率与产业结构双系统进行协调分析后，采用空间重心迁移方法进一步开展空间效应关系讨论，并寻找更为恰当的两系统耦合路径，以推动高效提升两系统的耦合水平，促进协调发展。
2  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生态效率的耦合机理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可分解为两个方面：一是生产要素的部门间转移，即生产要素从层次较低的产业部门转移到层次较高的产业部门，在宏观上可视为农业和工业与服务业进一步融合、互促共生。通过推动生产要素在三次产业间自由流动和配置，增强生产性服务业对农业和工业发展的贡献，促进环境友好型产业比例提高，并加快产业技术创新以提高治污能力，由此达到产业发展低污染、绿色化的效果。二是各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提高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将面临转型升级抑或是被淘汰的选择，生产投入资源的利用率继而得到提高；同时各产业生产要素重心向更高层次转移，如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共同提升资源利用的集约化程度。可见，低污染、绿色化与资源集约化效应分别从减少污染和提高生产率的角度共同促进生态效率的提升。而生态效率的提升可改善地区生态环境及生产基础设施，进而推动资源要素的聚集，包括资本、人才资源、科研资源等；要素聚集在促进产业进步的同时可刺激地区消费与经济发展，反向推动产业结构的综合优化。由此，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提升构成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耦合互动关系，如图1所示。
【图1内：1.“低污染绿色化”改为“低污染、绿色化”。2.“生产部门转移”改为“生产要素的部门转移”】
[image: 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益]
图1  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耦合机理

3  研究方法
3.1  产业结构高级化测算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理论内涵主要表现为产业比例关系改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一方面是指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逐步转换，即产业内技术升级；另一方面是指产业结构从低层次结构向高层次结构的不断演进，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方式目前主要有3类：静态直观比较法、动态比较判别法和指标法，相关研究常遵循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理论内涵进行衡量，如有研究以各产业比例关系来反映产业结构高级化，根据配第-克拉克定理，用第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指标[17]；也有研究以各产业部门产出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的乘积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测量指标[18]。借鉴刘伟等[18]的做法，综合考虑黄河流域各省区产业部门的产出比例关系和劳动生产率来衡量其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H），具体测度公式如式下：
【式（1）内“LP”改为正体，其下标保持斜体】

		（1）
式（1）中：vit为第t年产业i的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LPit为在时点t直接计算的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i=1，2，3代表第一、二、三产业。
劳动生产率是一个有量纲的数值，但产业的产值比重是相对量，因此对劳动生产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参考Chenery等[19]的相关模型及结论，公式如下：
【公式内“LP”“VA”改为正体，其下标保持斜体】

		（2）

		（3）
式（2）中：LPitN是标准化的劳动生产率；LPib是工业化开始时产业i的劳动生产率；LPif是工业化完成时第i产业的劳动生产率；VAit是产业i的增加值；Lit是就业人数。
3.2  生态效率测算
为了克服普通DEA模型存在的缺陷，Tone[20]提出了非径向、非角度的SBM-DEA模型用于解决变量松弛的问题，但SBM-DEA模型仍无法实现对多个决策单元（DMU）进行进一步的效率评价。为了解决该问题，Tone[21]再次提出了超效率SBM模型，用于解决出现多个决策单位有效时无法进行有效评估的问题。由于本研究中决策单元为黄河流域9省区，数量较少，在多数模型测试中存在多个单元无效的情况，因此，采用产出导向的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对各省区2001－2018年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以更显著地体现出生态效率的省域差异。
3.3  耦合路径识别方法
3.3.1  耦合模型构建
耦合研究在经济学领域常用作变量之间发展是否有序的判断。在吴跃明等[22]将“耦合”概念引入社会经济系统中进行研究后，逯进等[23]将耦合拓展为发展和协调两个方面，发展度表现为相应系统指标的绝对增长，而协调度表现为各系统协同一致、和谐的程度。采用扩展的耦合模型，首先对黄河流域9省区的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进行协同分析，再根据各9省区情况进行类型划分，从补短板视角寻找耦合提升路径。
（1）系统发展模型。借鉴逯进等[23]提出的系统发展模型设定方法，假设该系统具有规模报酬不变及严格拟凹性的性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的模型形式如下：

		（4）

式（4）中：Tkt为k地区t时期的发展度；fkt(x)和gkt(y)分别指代子系统F及G第k地区t时期的发展水平，此处分别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H和生态效率；是外生变量；α和1−α分别体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及生态效率在总系统中的重要程度。
（2）系统协调模型。借鉴廖重斌[24]的研究方法，构建系统协调模型如下：

		（5）
式（5）中：Ckt为k地区t时期的协调度，用于衡量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间的协同性。
（3）耦合模型。通过系统发展模型可以求得产业发展程度，而系统协调模型则衡量了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的协同度，将上述两指标相结合，便可得到同时衡量发展度和协调度的耦合协调度（D）模型如下：

		（6）
参考吴文恒等[25]的研究，根据耦合协调度划分成10个类别，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系统耦合协调度判别标准及划分类型
	负向耦合（失调衰退）
	正向耦合（协调发展）

	D值
	耦合类型
	D值
	耦合类型

	0.00~0.09
	极度失调衰退
	0.50~0.59
	勉强协调发展

	0.10~0.19
	严重失调衰退
	0.60~0.69
	初级协调发展

	0.20~0.29
	中度失调衰退
	0.70~0.79
	中级协调发展

	0.30~0.39
	轻度失调衰退
	0.80~0.89
	良好协调发展

	0.40~0.49
	濒临失调衰退
	0.90~1.00
	优质协调发展



3.3.2  耦合路径识别
参考周迪[26]的坐标分类法，首先从耦合的内涵角度出发，根据发展度和协调度对各地区进行归类，具体如图2所示。图2中，T曲线表示发展度情况（T2>T0>T1）；K射线用于衡量协调度情况，与K0越接近，协调度越高。在分类中，以T0、K1、K2为界限，共划分为4种类型，即发展度和协调度双高（A类）、发展度较高而协调度较低（B类）、发展度和协调度双低（C类）、发展度较低而协调度较高（D类）。其中，B类和C类又以协调度偏向性不同而分为（B1、B2、C1、C2类），坐标轴f（x）与g（x）分别对应于产业结构系数和生态效率。
【图2内：1.各类别参数统一改为斜体。2.各变量参数的下标数字统一改为正体】
[image: Graph1]

图2  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分类

在图2的分类基础上，从动态治理视角出发设计了黄河流域产业结构升级与生态效率双系统（以下简称“两系统”）的耦合提升路径，从较为稳定的相对水平及动态变化切入，进而衡量各省区两系统发展的偏向性，为政府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在促进地区优化内部产业结构和提升生态效率综合水平时，应当兼顾地区间两系统的动态协调问题，从补短板角度入手，对相对落后地区的低水平行业加大扶持力度，以提高治理投入的边际效益，达到精准施策的目的。具体路径如下：
路径1：若区域产业结构水平相对高级化低于生态效率水平，应重点扶持产业结构系数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地区，即在B、C、D类型地区中重点扶持B1、C1类型地区，通过提高其产业结构水平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与生态效率协调发展，实现B1→A、C1→A的耦合路径；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减少“低水平均衡陷阱”的产生，如C1→D，因为“低水平均衡陷阱”将在系统内形成低效率闭环，且在中短期内有较大惯性，会对发展水平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路径2：若区域生态效率水平处于相对劣势，此时应重点扶持生态效率长期处于低水平的地区，即B2、C2类地区，通过B2→A或C2→A的耦合提升路径以促进全局协调发展；此外，与路径1相同，同样需要警惕“低水平均衡陷阱”问题。
优化路径的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促进产业结构水平和生态效率在区域间包含发展度与协调度在内的动态协调；其次，B、C类地区的层次突破能对D类型地区产生激励效应，促使其在当前较低的发展水平下，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来优化地区生态水平，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进入B或C类型地区，再通过上述路径最后进入发展度和协调度都较高的A类型地区，从而实现D→B→A或D→C→A的耦合路径。
3.3.3  耦合协调重心计算
为把握耦合协调在时空分布上的变化趋势和特征，可进一步借助重心分析方法观测其移动轨迹，计算所得的重心位置代表着耦合协调度在该点的各个方向上处于相对均衡水平。具体在本研究考察期内，当耦合协调重心向某方向移动时，代表着不同方位的省区间协调水平的差异化变动，从而可能展现出具有一定规律的迁移轨迹。对耦合协调重心迁移轨迹的研究分析，能够在具象化其动态演变趋势的同时，也有助于各区域制定有针对性的协调水平提升策略。
参照卢俊宇等[27]、梁中等[28]的方法，测量公式如下：
【两公式内各个由多字母构成的变量改为正体（其下标保持斜体不变）；一处“i”改为斜体】

		（7）

		（8）
式（7）（8）中：LONGt和LATt分别表示t年（t = 2001，2002，…，2018）耦合协调重心的经度与纬度；GMLkt表示t年第k地区的耦合协调度；longt和latt分别表示第k地区重心点的经度和纬度坐标。
选取省会或首府城市位置作为各省区的耦合协调重心所在地，假设第t年的耦合协调重心坐标为（LONGt，LATt），第j年（j = 2001，2002…，2018）的耦合协调重心坐标为（LONGj，LATj），则从第t年到第j年的耦合协调重心移动距离D和移动方向θ分别为：

【两公式内各个由多字母构成的变量改为正体；其下标全部改为斜体】

		（9）

		（10）
式（9）（10）中：R为地理坐标转化为实际距离的系数，根据高军波等[28]的研究，取值为111.111 km；R×（LONGt−LONGj）和R×（LATt−LATj）分别表示耦合协调重心在经度和纬度上移动的距离；θt−j表示第t到j年移动方向的角度，以正东为基准0°，顺时针为负、逆时针为正，−180<θ≤180°。
4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在生态效率测算方面，借鉴陈立泰等[7]、马骏等[10]和汪艳涛等[13]的成果，选取了资源、资本、劳动力作为投入指标。对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治理是一项重要的生态修复任务，借鉴付丽娜等[9]和赵康杰等[14]的成果，在选择期望产出时，除各省区的实际GDP外，还有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在非期望产出测算方面，以水环境污染物排放为主要导向，以废水污染当量作为衡量指标，包括由化学需氧量与氨氮排放量计算得出的污染当量。资源投入包括用水总量和耕地面积。资本指标运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参考张军等[30]的成果，计算公式为：。其中：K为资本存量、I为资本投入，使用固定资产投资额进行表示；δ为固定资产折旧率，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折旧率9.6%表示；t为年份；V为固定资产价格指数。劳动力以各省区三大产业就业人数进行测度。生态效率评价指标构成具体如表2所示。
表2  区域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类型
	类别
	名称
	构成

	投入指标
	资源投入
	水资源消耗
	用水总量/万t

	
	
	土地消耗
	耕地面积/104 hm2

	
	资本投入
	资本投入
	资本存量/亿元

	
	劳动力投入
	就业人数
	就业人数/万人

	产出指标
	期望产出
	GDP
	各产业部门生产总值/亿元

	
	
	水土流失治理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03 hm2

	
	非期望产出
	废水污染
	COD/万t、氨氮/万t



所取数据均来自9省区历年相关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官网，对部分统计口径中途变换的相关指标选取合理方法进行复原，如对于2012－2018年陕西的农村非一产劳动力人数在统计年鉴中不计入二、三产人数的情况，在数据处理中运用按比例恢复的方法。其中，产业结构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国家统计局官网；生态效率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以及部分省区的统计年鉴。
5  实证分析
5.1  产业结构水平与生态效率
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DEA模型测算黄河流域9省区2001－2018年的产业结构水平及生态效率，根据各省区的平均水平，借助ArcGIS软件绘制地图，采用自然断点分级法（natural breaks）划分成5个等级。由图3可以看出，黄河流域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总体呈从西南向东北递增的趋势。其中，内蒙古、山东的产业结构分别位于第一、第二层次，处于较高水平。由于本研究对产业结构的衡量方式是从产业比例和劳动生产率两个方面展开，内蒙古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因此其产业结构系数高；而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可以看到，在2005至2015年间，内蒙古人均GDP增速迅猛，在2009年超越广东省，一度排名全国前6，紧跟北京、上海、天津、江苏和浙江，本研究测算结果与之相吻合。河南由于人口众多、农业等低附加产业占比大，因此其产业结构水平处于第五层次，在9省份中最低；此外，处于第四层次的四川、甘肃也有与河南也有类似的特征。

【图3和图4若要以地图形式呈现，应严格遵守地图使用规范，提供审图号，保证图幅内有关要素齐全。建议作者到标准地图服务官网下载标准地图制作地图，并加图注如“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底图无修改。此外，图例中数值之间的连线要用浪纹式连接号“~”，而不是“-”；比例尺的单位是“km”，而不是“千米”，数值三位分节不采用加标点符号形式，遵照我刊规范执行】
[image: 产业结构]
图3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空间分布
（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1)5448号，底图无修改。）

由图4可以看到，从水污染及水土流失治理视角出发的黄河流域生态效率分布与其产业结构分布情况有相似之处。其中，河南与四川的生态效率值处于第五层次，与其耕地面积投入较多、产出及水土治理效果较弱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陕西进入了第二层次，几乎与内蒙古、山东的指标水平相当。陕西位于黄土高原的中心区域，是治理水土流失问题的核心省份之一，由此可见近年来陕西的水土流失治理成效相对显著。
[image: 生态效率]
图4  黄河流域生态效率空间分布
（底图来自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GS(2021)5448号，底图无修改。）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的时空演变有较为显著的区域差异性，可探究空间较大，因此，有必要效率开展进一步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5.2  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的耦合
在上述测算得到9省区产业结构水平与生态效率后，通过式（4）（6）分别计算其发展度和协调度。借鉴吴跃明等[22]建立协调度模型的设置方法和逯进等[23]对参数的分配方法，将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赋予相同的比重，令式（4）中λ=1、α=0.5，计算所得耦合协调度D如表3所示。根据表3并结合表1耦合划分类型可以看出，各省区两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较低，仅有5个省区处于正向耦合阶段，其中内蒙古与山东分别处于优质协调发展和中级协调发展阶段，山西、陕西和宁夏仅处于初级协调发展阶段；其余4省处于负向耦合阶段，其中河南的耦合协调水平最低，处于中度失调衰退阶段，四川与甘肃处于轻度失调衰退阶段，青海为濒临失调衰退阶段。由此可见，协调发展水平依然呈现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递增、自内陆向沿海地区递增的趋势。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从2001年至2018年，除内蒙古以外，其余多数省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出现了“U”型变化趋势，且“U”型拐点主要集中在2008－2010年之间；在拐点出现之后，山东、陕西、宁夏回升较为明显，其中以陕西的上升趋势最为显著，从2009年的最低点0. 446不断上升至2018年的0. 847，局部年均增幅近10%，并在2018年首度超越山东，由此可见在该阶段陕西的产业结构调整与水土流失治理协调能力较强，政策调控理想。而山西在考察期间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持续下滑的状态，从期初的0. 858一路下滑至耦合协调警戒线（0.5）附近，并保持相对固化的状态，并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此外，河南、四川、甘肃、青海4个省份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相对而言变动幅度不显著，总体处于缓慢波动上升的状态。

表3  黄河流域9省区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
	年份
	山西
	内蒙
	山东
	河南
	四川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2001
	0. 858
	0. 897
	0. 998
	0. 387
	0. 288
	0. 758
	0. 323
	0. 739
	0. 678

	2002
	0. 847
	0. 938
	1. 000
	0. 337
	0. 244
	0. 691
	0. 334
	0. 719
	0. 727

	2003
	0. 770
	0. 996
	0. 849
	0. 283
	0. 123
	0. 538
	0. 342
	0. 588
	0. 651

	2004
	0. 756
	1. 000
	0. 788
	0. 240
	0. 316
	0. 467
	0. 347
	0. 494
	0. 604

	2005
	0. 723
	1. 000
	0. 732
	0. 235
	0. 316
	0. 501
	0. 425
	0. 434
	0. 520

	2006
	0. 645
	1. 000
	0. 689
	0. 334
	0. 348
	0. 509
	0. 410
	0. 414
	0. 450

	2007
	0. 635
	1. 000
	0. 638
	0. 302
	0. 348
	0. 472
	0. 372
	0. 373
	0. 482

	2008
	0. 626
	1. 000
	0. 607
	0. 265
	0. 349
	0. 476
	0. 331
	0. 410
	0. 525

	2009
	0. 540
	1. 000
	0. 589
	0. 169
	0. 322
	0. 446
	0. 259
	0. 353
	0. 479

	2010
	0. 553
	1. 042
	0. 649
	0. 071
	0. 316
	0. 510
	0. 274
	0. 396
	0. 579

	2011
	0. 567
	1. 000
	0. 612
	0. 316
	0. 133
	0. 507
	0. 356
	0. 397
	0. 663

	2012
	0. 570
	1. 000
	0. 653
	0. 316
	0. 217
	0. 575
	0. 402
	0. 433
	0. 693

	2013
	0. 580
	1. 000
	0. 738
	0. 316
	0. 217
	0. 652
	0. 462
	0. 482
	0. 738

	2014
	0. 568
	1. 000
	0. 784
	0. 316
	0. 241
	0. 711
	0. 453
	0. 528
	0. 735

	2015
	0. 649
	1. 000
	0. 810
	0. 316
	0. 343
	0. 719
	0. 417
	0. 533
	0. 731

	2016
	0. 601
	1. 000
	0. 840
	0. 316
	0. 424
	0. 746
	0. 378
	0. 514
	0. 740

	2017
	0. 691
	1. 000
	0. 930
	0. 316
	0. 533
	0. 866
	0. 358
	0. 499
	0. 773

	2018
	0. 496
	1. 000
	0. 830
	0. 216
	0. 356
	0. 847
	0. 352
	0. 331
	0. 662

	平均
	0. 649
	0. 993
	0. 763
	0. 281
	0. 302
	0. 611
	0. 348
	0. 480
	0. 635



按流段分析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如图5所示，分别为上游的青海、四川、甘肃、宁夏，中游的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和下游的山东。由图5可以看到，总体而言，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分布为上游>中游>下游；从时间序列分布来看，各流段的耦合协调度均呈“U”型分布，中、下游之间有相对稳定的贯穿整个考察期间的差异，而在拐点期间上游与中游的耦合协调水平十分接近。




[image: 说明: 上中下游耦合度]
图5  黄河流域各流段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度变动趋势

5.3  耦合协调的空间治理
5.3.1   耦合类型分类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提升黄河流域两系统的协调发展水平，根据图2进一步研究具体的协调发展水平提升路径。在对两系统相关指标进行归一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绘制9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均值散点图，如图6所示。图6中反比例函数曲线为考察期间9省区的平均发展水平线，与y=x对称的两条射线为考察期间9省区的平均协调水平线，由此得出9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类型分布：A类地区包括内蒙古、山东、山西和宁夏。其中，内蒙古的协调度和发展度都处于最高水平；山东的发展度较高，但相对而言产业结构水平偏低，也导致了协调度不够理想；山西也存在与山东类似的问题；宁夏的协调度较高，但发展度相对靠后。属于A类的省区虽在黄河流域整体中表现较好，但分别仍有其相应的改进空间。B类中陕西处于B1类型，发展度较高但协调度偏离中心多，主要原因同样是产业结构水平滞后于生态效率。C类中甘肃与青海处于C1类型，仍然存在产业结构水平落后于生态效率的情况，其中甘肃的偏离情况最为严重，发展极不平衡。D类是双低类型，河南与四川包含于其中，这两省的特征类似，一产占比较大，二元化结构明显，阻碍了进一步的改革与高质量发展。总体而言，黄河流域9省区在产业结构水平方面基础较为薄弱，有待采取相关政策引导加快产业转型。







【图6内：各类别参数统一改为斜体，其下标数字保持正体不变】
[image: 分类2]
图6  黄河流域9省区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类型分类

5.3.2  耦合提升路径
从黄河流域各省区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需着重向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以促进全流域耦合水平的高效提升。从总体格局来看，首先应聚焦于产业结构长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地区，从协调发展角度入手重点支持B1和C1类型的省份，特别是陕西、甘肃和青海，实现从B1→A、C1→A的耦合路径；而对于河南和四川这类发展度低、协调度适中的省份，则应采取全面布局战略，积极打破低水平协调状态，帮助其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并有步骤、分阶段地提升耦合协调水平，以实现多方面的均衡发展，最终实现从D类型波动上升、逐渐向A类型过渡。
5.4  耦合协调空间重心迁移分析
通过ArcGIS软件确定黄河流域9省区省会（首府）的地理坐标，依据重心公式（8）（9）计算2001－2018年各省区两系统耦合协调重心，并将标注在地图上的各点按时间顺序连接，得到图7，即2001－2018年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重心迁移图。从宏观地理位置来看，2001－2018年黄河流域两系统的耦合协调重心处于东经109. 359°～110. 075°，北纬36. 472°～37. 122°之间，具体位于陕西省北部延安市周边，耦合迁移轨迹先后经过延安市的宝塔区、延长县、子长市以及安塞区。根据迁移趋势特征，可将该轨迹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1个阶段是从2001年至2010年，耦合协调重心在陕西省延安市东北部地区游走，总体有稍向北移动的趋势；第2阶段是从2011年至2017年，该阶段轨迹呈现显著持续向南移动的特征。此外，两阶段的分界点与以上分分析中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拐点几乎完全吻合。由此可以看出，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持续下滑出现拐点后，黄河流域南部的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回升更为显著，主要代表区域有陕西与四川两省。

[image: 说明: 重心]
图7  2001－2018年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重心迁移轨迹

根据表4，从迁移距离来看，最大的是2005年向西南方向直线距离移动了55. 938 km，最小的是2007年向西北方向移动了6. 433 km（后者仅约为前者的11. 5%）。在第二阶段中，年平均迁移距离为14. 457 km，年平均纬度和经度变化分别为0. 108°和0. 033°。由此可见，在第二阶段中纬度上的偏幅更为显著，表明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重心的南北差异远大于东西差异，即南北方向上的两系统耦合水平变动是引致重心迁移的主要原因。
表4  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重心迁移距离
	年份
	耦合协调重心
	重心迁移

	
	纬度/度
	经度/度
	距离/km
	方向

	2001
	36. 671
	109. 624
	
	

	2002
	36. 805
	109. 642
	14. 971
	东北

	2003
	37. 088
	109. 781
	35. 034
	东北

	2004
	36. 967
	110. 075
	35. 343
	东南

	2005
	36. 859
	109. 583
	55. 938
	西南

	2006
	36. 740
	109. 615
	13. 679
	东南

	2007
	36. 798
	109. 608
	6. 433
	西北

	2008
	36. 832
	109. 478
	14. 950
	西北

	2009
	36. 938
	109. 585
	16. 688
	东北

	2010
	37. 012
	109. 441
	18. 002
	西北

	2011
	37. 122
	109. 635
	24. 750
	东北

	2012
	36. 951
	109. 448
	28. 190
	西南

	2013
	36. 896
	109. 389
	8. 925
	西南

	2014
	36. 828
	109. 359
	8. 263
	西南

	2015
	36. 717
	109. 372
	12. 388
	东南

	2016
	36. 612
	109. 369
	11. 711
	西南

	2017
	36. 472
	109. 437
	17. 264
	东南

	2018
	36. 656
	109. 633
	29. 885
	东北

	总移动方向
	
	
	
	东南

	平均移动距离
	
	
	20. 730
	



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本研究测算了2001－2018年黄河流域9省区的生态效率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通过耦合模型考察各省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生态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以及具体的耦合类型，再从促进局部与整体动态协同发展的视角提出了二者耦合提升路径，最后从耦合协调重心迁移的角度进行考察。研究结论如下：
（1）9省区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水平总体不高，空间上呈现从西南向东北递增的态势；各省区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发展虽有类似之处，但仍存在显著差异特征，尤其是在流域中部省区，如山西、陕西、宁夏、甘肃，在基础水平和演变趋势上都有较大差异；此外，内蒙古、山东在该两项指标的各年表现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可作为黄河流域的标杆省份。
（2）黄河流域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耦合协调发展的区域性阶梯化明显，在时间演变上表现出较为一致的趋势，上、中、下游平均耦合水平依次递增，其中内蒙古、山东处于第一层次，其次是山西、陕西、宁夏，第三层次是青海和甘肃，最后是四川和河南。9省区两系统耦合度总体在时序上表现为“U”型特征，在2008至2010年间依次出现拐点，2011年为我国“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从2011年起各省区两系统耦合度大多出现了显著回升的趋势，其中以陕西的提升效果最优；进入“十三五”时期，黄河流域两系统整体耦合协调情况也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趋势。
（3）根据耦合协调分类标准将9省区分别归为A、B、C、D等共4类，并探讨了各类相应的耦合路径。从总体上来看，当前黄河流域发展综合水平提升的关键在于产业结构水平的提高；从局部区域来看，B1类的陕西以及C1类的甘肃、青海应作为重点治理对象，以尽快提升其产业结构与生态效率的协同水平，而对于D类的四川及河南，需通过分阶段策略，在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后加快其综合发展进程。
（4）黄河流域两系统耦合协调重心位于陕西延安附近一带，其变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处于各省区耦合协调水平的磨合“拉锯”期，总体重心有向北移动的趋势；第二阶段从2011年开始，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启动完全契合，在这一阶段，耦合协调重心持续向南转移，说明黄河流域南部地区，主要包括陕西、四川、河南等，在该期间两系统耦合协调水平有显著提升，全面协调发展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6.2  政策建议
（1）注重产业结构的平稳优化，兼顾合理化和高级化同步推进。黄河流域各地区的产业结构相比于我国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而言，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具体表现为农业生产附加值低、工业单位生产总值污染水平高，且对资源要素依赖较重、产业活力不足。由于先天的地域劣势，黄河流域各地区无法照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较为先进地区的发展模式，但仍可以通过技术转移、人才流动、理念借鉴等方式进行产业结构优化改革，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需兼顾合理化与高级化，打牢基础，不可贪功冒进，催生行业泡沫。
（2）黄河流域生态治理坚持贯彻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当前阶段应从人工建设向自然修复转型。尽管近年来尤其是在陕西、甘肃等地，生态保护措施严格落实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黄河流域生态脆弱的特征依然没有改变，水土流失、植被破坏等生态问题仍需引起高度重视。生态建设不能急于求成，这需要长期的水土涵养，从人工建设到自然修复，促进绿色循环，达到生态环境协调水平的新高度。
（3）做好全局统筹规划、重点突出，促进协同高质量发展。当前黄河流域的产业结构水平仍处于较低的阶段，因此需重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研究，结合市场动力开展多阶段改革转型，在实践中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逐步开创流域内相对落后地区产业绿色协调发展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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